
摘要： 近年来，在我国的民族地区，涌现出了各种形式的“生态博物馆”、“村寨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等，

而在贵州更出现了“生态博物馆群”。与传统的博物馆相比，尽管“村寨博物馆”更加强调原生态的生活空间的呈现，但

在其文化展演的背后仍然受到一套“东方主义”式的话语/权力机制的操纵。村寨博物馆中出现的“景观的移植与重组”、
景观展示中的“文明的冲突”等问题都是目前在此类“生态博物馆群”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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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个“博物馆世纪”中的“村寨博物馆”
某些研究者认为21世纪的开始，是第二个“博物馆世纪”（phillips 2005），有人认为是记忆研究

的蓬勃发展，也有其他人视之为文化遗产研究在更为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重生。[1]近几年来，随着民族

民间文化保护和文化遗产研究热潮的掀起，在我国的民族地区，涌现出了各种形式的“生态博物馆”、
“村寨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等，而贵州更出现了“生态博物馆群”现象。和传统的博物馆相

比，这类博物馆大致具有以下一些特点：⑴在范围上，以村、寨等社区为单位，把整个社区视为没有围

墙的博物馆范围。⑵在管理上，采取民间自行管理的方式，管理人员不通过官方任命，而是通过村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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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举产生，选举出来的多为村干部和村寨精英。⑶一般和旅游开发相结合，整个村寨即是博物馆又是

旅游景点，采用一种“开发式的保护”的模式。没有封闭的空间、橱窗陈列的展品、声光电等科学装

置，而强调一种原汁原味的社区整体的呈现———相对于静态的传统博物馆，此类博物馆是一种活态的生

存空间的展示。贵州省雷山县的郎德上寨即是这样的一个被树立起来的村寨博物馆的典型。
二、村寨博物馆中的文化展示
㈠ 对谁展示 （who）
作为一个村寨博物馆，同时作为黔东南最为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对游客进行文化展示目前已成为

郎德上寨的村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文化展示的对象自然是来本寨观光的游客。虽然来寨子旅游的

人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旅游目的各有侧重。（来自海外的西方、日本、港台及东南亚等远距

离游客大都一致表示，了解和体验黔东南苗族、侗族的生活与文化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本地游客以省城

贵阳为主，由于实行双休日及越来越多的人具备省内旅游的经济能力，他们常更多追求自然观光、探险

娱乐及休闲度假的旅游项目。） 但任何一位客人，都很难不为苗寨侗乡的拦路酒迎客、以歌劝酒、服饰

展示、广场共舞、盛宴款待及独特的建筑风格、热情好客的真诚情景所感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客人，

对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遍报有一种浪漫的东方主义式的想象：我们有科学，他们有迷信；我们

有牧师，他们有萨满；我们有哲学，他们有原始信仰……诸如此类。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被丑化

了，被弱化了，被女性化了，被异国情调化了。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内”一概欠缺理性，道德沦丧，

幼稚不堪，荒诞无稽。相反，欧美人则是洋溢着理性光辉，道德完美，成熟可靠的正常人。[2] （P4） 虽然

在民族国家普遍建立的二十一世纪，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旅游中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和平与发展”的呼声

中渐渐的淡化，但淡化并不等于消失，而是由以前的显形的殖民主义逐渐转变为一种隐性的后殖民主

义。这种后殖民主义往往表现为不障显的、含蓄的，甚至是相反形式的———即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

欣赏、羡慕和钦佩。他们往往羡慕村寨居民优美的自然生活环境，淳朴的生活方式，奇异美丽的民族服

饰和民族歌舞……但这些欣赏和羡慕大多是快餐式的，是对自身所处的本文化环境中的钢筋水泥建筑、
快节奏生活和沉重工作压力的一种暂时性反叛。从本质上讲，他们依然对自身的本文化和生活方式持有

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他们希望村寨居民保存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以保留一方净土以供他们缓减和

释放都市生活的压力，但自己却难以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在上郎德寨的旅客留言簿上，一位瑞士客人写

道：“希望你们长久地保持这种古朴的生活习俗，并且不因旅游事业的发展而改变它”。这些看法颇有

代表性。尽管他们已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到来势必给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带来某些影响，他们依然希望甚

至要求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永远不变，对当地人渴望变革发展的愿望，常以“过来人”口吻予以善意的

否定，宁愿使当地的质朴成为其回归自己真实生活场景后一些遥远异乡的补充或记忆。[3]

与西方的“东方主义”式想象相对应，在我国内部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一套二元对立的“内部东方主

义”，即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被想象为非理性、落后、原始蒙昧和充满奇风异俗，而汉族和城市则是文

明和理性的象征。和海外游客一样，大多来自城市和非民族地区的游客到民族村寨旅游，都渴望看到村

寨居民们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独特生活方式和极具民族风情的服饰、歌舞等，这就引发了下一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村寨博物馆究竟应该对游客展示什么？

㈡ 展示什么 （what）
村寨博物馆虽然在指导原则上是本村寨居民原生态生活状态的展示，但实际上没有经过加工和包装

的旅游资源是无法与游客直接见面的。固有的旅游资源要素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地选择、包装、组合成旅

游产品，才能向游客展示。而在这些旅游资源要素的选择中，主要有两方面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是满足

游客渴望体验民族风情、奇风异俗的旅游需求，二是必须符合国家科学与文明的发展观。
以郎德上寨为例，首先是为了加强文化展示中的民族风情的表现力，将那些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具

有明显的苗族特色的文化符号进行重新排列、组合、集中展示。寨门前的杨大六桥因其具有典型的苗族

风雨桥建筑特征和其所赋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加上所处的位置在寨门前极为显眼，因而被挑选出来作为

文化展示的重点，几次重修，成为该寨标志性和象征性的公共建筑物。而其他各类桥梁，如称为“砂

岩”的汀步桥、称为“沙国久久”的独木桥，称为“麻久”的马凳桥等则不在文化展示的重点之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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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特别修葺。游客进寨门时的十二道拦路酒敬酒接待也因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被选择为文化展示的重

要景观。但凡有游客到来，尤其是旅行社拉来的团体客人，村委会都会组织村民们盛装到寨门口相迎，

并设置12道拦路酒，芦笙队同时吹奏芦笙。而这种接待规格以前只有接待特别尊贵的客人时才会设置。
游客被迎进寨门后，紧接着就被引到鼓坪观赏歌舞表演。姑娘们身穿盛装，中青年男子则组成芦笙队吹

奏。有些舞蹈并非随时都能跳，按照传统必须在特定的节日里才能跳。由此可见，为了将最具视觉冲

力、表演性的文化符号集中向游客展示，村寨居民打破了原有的时空观念，将本来分属不同地域、不同

时空中的文化符号集中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展示。集中展示的需要促使当地民俗文化出现“时空移

位”的重组。[4](P312- 314)

其次，是对文化的展示必须符合国家所倡导的科学与文明的发展观。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可读

的文本，少数民族村寨一方面可被解释为宁静、美丽、自然、淳朴，另一方面，也可被理解为封闭、落

后、肮脏、蒙昧。为了与国家的科学、文明的发展观相适应，村寨博物馆必须尽量避免或回避给人造成

落后印象的此类相关场景。上郎德寨村民家门楣上，常挂有树枝、竹签、刺根、白纸等物件，这是“打

口嘴”留下的，村民对此即便不讳莫如深，也有意无意对游客回避解说。一些与国家政策如计划生育不

符的习俗，一些容易被说成“迷信”的内容，还有一些本族向来不对外开放的部分等，都是文化展示力

图回避或遮掩的。[3]

再次，是一些不易展示或表现力、渲染力不够强的民族文化等，也被排除在景观展示的重点之外。
如苗医、议榔等活动不易展示，而日常便装、家务农活等，因为其视觉表现力不强，在文化展示的过程

中也被淡化、边缘化了。
三、文化展示中的“文明的冲突”
麦尔内克(Nean MacCannell)对于旅游研究提出了“舞台化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 理论.他认

为，游客所见到的旅游“标志物”（markers） 其实只是一些“真实性”的外在象征符号，却并不是作

为真实“整体”（whole） 本身。后面的区域是向观众和局外人关闭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在一定程度

上保持着与绝大多数民众的距离，保留着某种神秘感。[5](P168- 169)这就是旅游展演中的“前后两分制”。
在郎德上寨这一旅游场域中事实上也形成了对游客和对寨民的前后台两分制。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

的那样，村寨刻意展示给游客看的，是典型的风雨桥、盛装的苗族少女、气势恢弘的芦笙队、吊脚楼、
民族歌舞等一系列的苗族文化符号，这些是旅游展演的前台，即博物馆的“展品”部分；而日常的生活

起居、表演任务的安排、旅游收入的分配核算等，则是一般游客所看不到的，是博物馆的“管理”部

分。这样的前后台的形成是寨民与游客、传统性与现代性、地方化与国家化不断互动、互融、调适的结

果。在这一系列的互动中，我们看到了几组文明的冲突，寨民们既有让步、融合的一面，又有保留、坚

持的一面。
1. 神圣与世俗的时空观念。在上郎德寨，传统上吹芦笙有固定时间，如吃新节过后才可开禁吹芦

笙，稻种下田后就不得吹笙跳舞了。一定时段内封存芦笙，禁止吹奏，也禁止在吃新节、苗年和“鼓藏

节”以外时间随便敲击铜鼓，据说怕惊动谷神，导致歉收。[3]而这些有严格时间限制的文化符号显然是

不利于旅游展演的，游客也不可能等到那么长的时间。为此，村民们打破了传统禁忌，将本来分散于一

年中不同时段的文化符号集中起来进行展示。本来只用于极为尊贵的客人的十二道拦路酒现在几乎天天

操办，芦笙随时都在吹，使游客随时来都能看到光鲜亮丽的“前台”表演。文化展示打破了村民传统的

神圣的时空观念，重构了一套适应于旅游开发的全新的世俗的时空观，这是村寨博物馆对现代性妥协、
让步的一面。但这种妥协和让步并非毫无原则的对传统的神圣性的全面颠覆，而是一种技巧性的融通。
现在游客观看歌舞表演都在村寨略微偏东的新鼓坪上，这个鼓坪是配合旅游开发后而新修建的，面积比

老鼓坪更大，更利于舞台表演。这是村民们在文化展示中重构的世俗空间，它被推到了旅游展演的前

台，而传统的神圣空间依然在老鼓坪，它在文化展示中被隐没到了后台。老鼓坪面积虽然小，但重大祭

祀活动必须于此开始，否则请不到祖宗。过苗年、吃鼓藏必先于老鼓坪上举行“开踩”仪式，方能移至

新鼓坪上继续活动。[6](P29- 35)

2. “群体平等”与“个体平等”。工分制，这个早已消失在人们视线的历史名词，在郎德上寨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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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富有生命力，“工分”成为旅游收益分配的直接依据。以一场表演为例，最辛苦且有一定技能的女演

员可记20分，着民族服饰迎客的村民，按抬桌、敬酒、吹奏、服装 （便装与盛装） 记工2至8分，负责组

织管理的村干部则一律记8分，老人和孩子只需“陪场”也可拿1至6分，公共服务如清洁卫生按各户路

段面积的大小记工分。穿拖鞋或皮鞋、不穿民族服装的不记“工分”。每场以总“工分”平均“分”值，

每月结算。[7](p154)按照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郎德上寨的工分制陈旧落后，缺乏活力。与2001年才开发的

安顺的天龙屯堡相比，后者虽然开发更晚，但由于引进了公司制，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却具有

更强的竞争活力，经济效益远远高于实行“工分制”的郎德上寨。旅游部门要求郎德上寨打破“工分

制”，实行公司制。但郎德人认为“天龙把屯堡文化作为商品开发，而郎德上寨把村寨文化作为文物保

护，不能走天龙模式”。[3]而透过“工分制”与“公司制”的两种经营制度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

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冲突：一是以“群体平等”为特征的部族式社会，强调社区内全体成员在收益上的平

均分配，兼顾社区内的弱势群体。如德郎上寨的老人、孩子只需陪场也可挣得工分，人人有份参与收益

分配。二是以“个体平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强调每个个体的机会平等，

鼓励竞争。平等主要不是指收入分配上的平等，而是人人参与竞争的机会平等。两种组织形式相比较，

显然后者更具有市场活力。但郎德上寨的村民在几番徘徊、比较后，依然选择和至今沿用“落后”的

“工分制”，保留了更多的传统部族式社会的特征。
3. 风俗、习惯及其他。郎德上寨集中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游客，他们带来了

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村寨的苗族本文化一起在村寨博物馆这一旅游场域中不停地发生交融、互动

和碰撞。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曾有美国团队一位客人在上郎德寨观光后，裸体到寨前小河游

泳，按当地观念这是对该寨极大不敬，依习惯法须罚其扫寨，给全寨每人1斤肉，1斤米，1斤酒。考虑

他是外国人，制止其行为后也就算了。[3]此外，作为观光客的游客与代表现代城市文明的游客本身就具

有矛盾。游客一方面希望看到寨民原始的、古朴的生活风貌，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在旅游接待方面有舒

适、卫生的现代化设施。这使得村民在景观展示方面颇感为难，他们既渴望电视、电话、冰箱等代表现

代化生活的设备，又害怕这些现代化的符号影响村寨的原始风貌，降低其旅游吸引力。
四、讨论：关于村寨博物馆的文化展示的思考
1. 文化展示的动机何在？

包括“村寨博物馆”在内的一系列生态博物馆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通过自然与

文化两种遗产的复合以及自我创建、自行管理的方式，帮助人民“有足够的权力在自己本民族文化遗产

的基础上来创造自己的未来”，强调人们的文化个性，提高文化的自豪感，并使他们成为社区保护与发

展的“最大受益者”。[8](P125)也就是说，村寨博物馆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保护本民族的文化精髓，是整个文

化所在社区的活态保护。但实际的情况是，旅游收入的经济刺激远远大于对文化保护的责任感。德郎上

寨的村民拒绝旅游开发公司、拒绝县民族民间艺术团等外来力量的进入，虽然无可否认这种拒绝有出于

对于文化保护的考虑，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怕旅游收益的流失。没有实际的利益，村民不会或者很难

去主动保护文化。文化保护是政府和当地对外宣传的动机，而获得旅游经济收入是更为实际的文化展示

的动机。就这一点而言，村寨博物馆和其他的民族旅游风情区没有太大的区别。
2. 开发式保护还是命名式保护？

目前，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命名式保护、立法性保护、开发式保护、研

究性保护、寺庙式保护、个人的收藏和传习。村寨博物馆被划为开发式保护之中。开发式保护与商业性

开发不同，它在开发之初就具有了保护意识和保护措施，这是一种正确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9](P14- 16)但

在实际的调查中，笔者发现大多数的“村寨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民间艺术村”等在命名后并没

有围绕如何保护、传承本民族文化而采取实质性的措施，而只是依靠这些“生态博物馆”之类的牌子大

搞旅游宣传，使之成为一种吸引游客的“符号资本”，成为一种符号化了的流于形式的“命名式保护”。
3. 原生态之美还是“东方主义”？
博物馆自出现以来就和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初期的帝国主义博物馆中收藏的丰富的展品

大多是从殖民地国家搜刮而来，并进一步印证了我者/他者、进步/落后的知识体系。而将想象中的异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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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方式进行科学的殖民展示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1878年举行的巴黎博览会，就曾建立专馆，安置

四百多位真人，来展示非洲与大洋洲土著的生活习惯。[10](P62)相较于早期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殖民展示的博

物馆，现在的村寨博物馆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尤其体现在对当地土

著的态度明显不同。帝国时期的博物馆将土著完全视为一种“非人”的客体 （object），并将其置于移植

的狭小空间中进行橱窗式的展示；村寨博物馆则摒除了博物馆的形式束缚，将整个村寨生产生活空间视

为一个博物馆，并让村民自己设计与管理。表明上看，这似乎是对当地土著生活面貌原生态地展现，但

由于文化展示与旅游中的“舞台展演”的重合，展示内容与村民收益直接挂钩，因此其背后仍然受到一

套东方主义式的“权力/话语”操纵。村寨博物馆的参观者———很多是来自早期帝国主义国家的殴美游

客，对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抱有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想象，他们渴望看到的是村寨原始、古朴

的生活风貌，神秘的巫术、仪式、歌舞等，而不是现代化的水泥建筑、电视、燃气、流行歌曲。来自城

市的汉族游客也往往将少数民族与奇装异服、奇风异俗联系在一起，因此村民对展示什么、怎样展示的

自行管理，并不是毫无限制的随意设置，而必须考虑到游客需要看什么，怎样才能刺激游客的购买欲。
西方游客对村寨的异国情调式的想象，以及本国非民族地区的城市游客的内部东方主义式想象，在某种

程度上压抑了村民们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愿望，在文化展示上也使村民们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处境。宁静/
封闭、淳朴/蒙昧、自然/落后……这一系列的二元并置结构，使得村民们在进行文化展示时必须深思熟

虑，否则就很有可能滑向与本来目的相反的另一端。这也是在以后的村寨博物馆景观展示中需要进一步

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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